
　 　 公司法上个人责任归属的组织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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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公司内部主体对外部第三人直接承担民事责任, 在现行规则中主要适用代

理或侵权的行为法解释路径, 这容易破坏组织秩序或消弭组织法的特性。 2023 年公

司法确立了股东责任的 “法人人格否认标准” 、 董事责任的 “主观过错标准” 和实际

控制人责任的 “借道标准” , 这三种类型的个人责任归属标准均夹杂了部分行为法的

归责逻辑。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坚持 “组织人格归责” 和 “组织秩序归责” 的逻辑,
改变了行为法上的 “自己责任” 原则, 发挥着与 “法人人格否认” 相同的功能。 组

织法关注组织人格强弱和组织秩序稳定对个人责任的影响, 并通过简化权利义务关

系, 将股东、 董事、 代理人和实际控制人等具有不同组织身份的个人责任模式 “固

定” 下来。 人格越是完备、 秩序越是稳定的组织, 就应当存在范围更小的个人责任。
公司法上的个人责任只能是一种有限例外, 仅在组织秩序被破坏、 组织尚未成形或即

将消亡的特殊情形下才具有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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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法人的规范意义在于成为法律效果的归属载体” ,
 

〔 1 〕
 

这是传统法理对于组织规范存在

意义的最重要评价之一。 但这个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变得更为清晰。 或许因为任何违法

行为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个人, 或许是 “ 追首恶” 政策的影响, 公司法的相邻法律部门如证券

法上的董事虚假陈述等特别责任形态正在涌现, 并深刻影响着公司法的实践走向。 根据 2020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 (法释 〔2020〕
18 号, 下称 “公司法解释二” ) 和 2020 年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法释 〔 2020〕 18 号, 下称 “公司法解释三” ) 的规定, 不仅是

董事, 公司股东、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乃至不具有正式组织身份的实际控制人, 都面临着直接

对外部第三人承担更多责任的现实, 如发起人因公司设立行为和担保资本充实义务, 股东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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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出资、 违法减资、 滥用股东权利、 违法清算和注销等行为, 董事因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和监

督资本充实义务等。
 

〔 2 〕
 

直至 2023 年公司法的修订, 细化、 补充和落实公司内部主体的外部

责任更被认为是维护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应有之义, 有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实际控制人指示

责任等新增责任条款的讨论愈演愈烈, 理论上也试图为公司内部主体对外直接承担责任寻找更

多的正当性依据。
　 　 随着公司中被追责的个人范围的扩张, 组织身份的差异性亦正消失, 公司内部不同的主体

可以因为同一法律事实承担近乎无差别的外部责任。 例如, “ 公司法解释三” 第 14 条第 2 款

将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范围从 “抽逃出资的股东” 扩张至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 等。 在某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与胡某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

纠纷案中,
 

〔 3 〕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8 年再审改判时也认为,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

股东出资的义务不应有差别, 故判决董事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这种现象固然与目前经济活动

的复杂性、 侵害行为的隐蔽性、 债权人权利救济的时效性有着某种联系, 但超越组织直接要求

个人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总会引起有关组织人格的反思和质疑。 为此, 应当寻找组织法逻

辑下个人责任归属的标准, 以更加合理地划定组织和个人对外直接承担责任的界限。

二、 个人责任归属的行为法解释路径

　 　 行为法是有效配置风险、 保障行动自由和确定个人责任归属的传统路径, 其以识别行为作

为归责的起点, 尤其关注行为人的过错和意思表示等主观状态。 在行为法归责的影响下, 2023
年公司法确立了股东责任的 “法人人格否认标准” (第 23 条) 、 董事责任的 “ 主观过错标准”
(第 191 条) 和实际控制人责任的 “借道标准” (第 180 条第 3 款和第 192 条) 三种不同类型

的责任标准, 并以 “侵权逻辑” 和 “代理逻辑” 作为公司法上个人责任归属的解释路径。
　 　 (一) 侵权逻辑的解释方法

　 　 侵权逻辑基于侵权责任的理念和思路, 通过识别侵害他人利益的不法行为, 并结合行为人

的主观过错、 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个人责任。 从

规范设置来看, 对于出资、 财产分配、 清算、 退出等涉及组织财产状况的侵害行为, 学界通常

将其视为公司法上的特殊侵权行为,
 

〔 4 〕
 

即对公司财产的不法侵害。 此外, 由于该侵害行为减

损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间接损害了债权人利益,
 

〔 5 〕
 

此种责任也被解释为一种第三人侵害债权

人债权的侵权责任。
 

〔 6 〕
 

依据 “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 第 14 条第 2 款、 第 17 条第 2 款和

第 18 条第 1 款等规定, 组织中的个人从事不当减损公司财产行为的, 无论是直接负有资本充

实义务的出资人, 还是从事协助、 配合等帮助行为的个人, 都面临对外承担责任的风险。 从实

践做法来看, 共同侵权理论常用于追究公司法上的个人责任。 该理论将个人与组织视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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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以个人对组织的不当控制行为认定存在 “ 意思联络” 。
 

〔 7 〕
 

在某卫厨股份有限公司与同

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
 

〔 8 〕
 

法院以作为公司股东、 法定代表

人和董事长的被告同时控制多家公司为由, 判定其与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而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 有学者在评价 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 》 (下称 “公司法草案” )
时提出: “第 191 条则要进行修改, 以体现其与第 190 条的逻辑同一性和董事—影子董事的责

任同一性, 即都作为 《民法典》 第 1168 条共同侵权规则之下位法。”
 

〔 9 〕
 

在 2023 年公司法设

置单独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规范后, 理论上对董事侵权责任性质的解释变得更为方便, 如直接

将第 191 条解释为因违反合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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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侵权法上的构成要件对董事主观方

面进行 “故意或重大过失” 的限制,
 

〔11〕
 

以及采取董事承担的是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之侵权责

任” 的解释方法。
 

〔12〕

　 　 侵权的逻辑在公司法中存在广泛的适用空间, 但其较少关注公司法的理论假设, 而更在意

个人行为和主观过错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因为 “ 过错问题支配了大部分的侵权法” 。
 

〔13〕
 

然而, 正如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所明确的, 公司法首先是组织法, “组织” 拥有先于 “ 行为” 的

地位, 在使用行为法的逻辑解释时应当顾及组织法的特点, 而侵权的逻辑并不利于公司法中组

织性特征的维护。
　 　 其一, 从归责路径看, 侵权的逻辑更在意主观过错的认定, 这降低了公司法上职权界分的

价值。 在个案中, 一旦认定公司与个人、 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一种意思联络、 共同控制或者共

同计划的关系, 则无论行为人是股东、 董事还是高级管理人员, 他们都需要承担无差别的责

任。
 

〔14〕
 

例如, 公司法第 51 条第 2 款、 第 53 条第 2 款、 第 163 条第 3 款、 第 211 条和第 226
条有关催缴出资、 抽逃出资、 财务资助、 利润分配和减资的条文均规定, “ 负有责任的董事”
和 “股东” 将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有观点在解析 “ 负有责任” 一词时明确指出, 这要求 “ 个

人存在过错” 或 “负有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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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情况是, 在有组织性的侵权中, 不

同身份的个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意思联络关系, 其外部责任必然存在差别。
　 　 其二, 从构成要件看, 在组织中识别具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实际上并不容易。 组织中的

违法行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 其不仅可能有职务行为、 出资行为等看似合法的外

观, 本身更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商业决策行为。 在商业风险和普通社会活动风险的交织下, 如果

组织中的个人无法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 责任的配置便难以实现激励与约束个体行为的效

果。 尤其是, 在法定责任说的影响下, 个人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不断放松的, 甚至不必满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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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的构成要件。
 

〔16〕
 

这种自我否定在事实上瓦解了侵权责任的根基。 其结果是, 侵权的逻辑

不可避免地 “滑向” 依据是否属于职权范围、 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等组织法上的标准来判断侵

权法上的主观过错。
 

〔17〕

　 　 其三, 从责任形式看, 侵权逻辑下的不同追责模式只是公司与个人在责任承担问题上

“完全替代” 和 “有限替代” 的区别。
 

〔18〕
 

其中, 决定责任替代程度的理由包括对风险的承受

能力、 经济实力的强弱、 是否存在无辜的人、 雇主是否从中获益、 是否有助于威慑或阻碍侵权

的实施, 等等。
 

〔19〕
 

据此, 侵权逻辑下的个人责任只与经济效率目标相关, 与个人和组织之间

的关系无关。 这意味着, 无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 只要存在债权人保护的政策需求, 就

不妨碍侵权逻辑下对个人责任的追究。 长此以往, 公司法上关于公司独立人格的设计将无法得

到充分尊重和实施。
　 　 虽然学说上试图对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组织法上的改造, 但此种改造并不顺利。 以代

表性的法定责任说为例, 虽然该说认为公司法上的个人责任在主观故意判断、 损害范围、 请求

权主体、 消灭时效等方面与侵权责任不同,
 

〔20〕
 

但适用时仍存在诸多困难。 例如, 债权人的直

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区分, 并且, 个人的直接责任还容易造成对债权人个别清

偿的后果, 不利于债权人的平等保护。
 

〔21〕
 

又如, 如果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视为一种独立于一

般侵权责任的法定责任, 就可能出现多个主体同时依据多个请求权基础向董事主张权利的情

况, 公司董事将面临多重责任的危险。
 

〔22〕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区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方式将董

事的个人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公司对董事的追偿权使得此种限制并不能真正减轻董事

的责任。
 

〔23〕

　 　 (二) 代理逻辑的适用扩张

　 　 代理逻辑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交易情形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该逻辑下, 当代理人

超越代理权限、 违反代理规则时, 被代理人无需为该代理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而应当由代理人

承担责任。
 

〔24〕
 

尤其针对公司越权担保的现象, 法律上长期以来都选择使用代理规范来区分个

人责任和公司责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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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除了将法定代表人、 董事等传统意义上的代理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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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8 号, 下称 “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 ) 第 7 条至第 12 条以及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 〔 2023〕 13 号, 下称 “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 ) 第 20 条至第

23 条的规定。
参见高圣平: 《 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 , 《 现代法学》 2021 年第 6 期, 第 19 页以下。



责任主体外, 法院甚至开始尝试使用代理逻辑解决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归属问题。 例如, 在上海

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宁波保税区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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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和二

审法院分别以 “行为人并非公司股东或者员工” 以及 “ 合同权利义务失衡、 协议文本只有一

份” 为由, 认定行为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权授予的表象, 再审法院却以 “ 行为人对公司

的投资关系和实际控制关系” 为由将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公司, 否定了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上述法院的结论虽有差异, 但均立足于实际控制人的代理权限来判断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能否归

属于公司。
　 　 在我国公司法上, 代理逻辑的适用范围已经出现了扩张。 首先, 最能体现代理逻辑扩张适

用的情形, 就是广泛存在的 “ 为公司利益” 和 “ 以公司名义” 的构成要件。 无论是在合同行

为的识别中, 还是侵权责任的承担上, 它们都成为区分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标准。 例如, 公

司法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 “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 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

受。” 此处出现了代理理论中 “以公司名义” 的构成要件, 可以准用表见代理规则解决越权代

表问题。 再如, 公司法第 44 条第 3 款在规定发起人的个人责任时提到, “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

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 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公司或者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承担” 。 在这里, 发起人被认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或代理人, 通过 “名义标准” 和 “利益标

准” 对其进行归责。 该条还赋予第三人在发起人披露本人后的合同选择权, 与 “ 隐名代理”
中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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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公司法第 191 条关于董事职务行为的规定, 被认

为需要考虑基于职权范围的公司名义、 显名主义、 间接代理规则、 法定代理和法定代表的区别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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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中出现的 “名义标准” 和 “ 利益标准” 正是代理逻辑的两大基石, 前

者对应着披露本人的 “ 显名” 规则, 后者对应着 “ 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 的规则。 可见, 按

照当前立法, 无论是侵权行为、 合同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似乎都可以通过代理规则予以解释。
　 　 其次, 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公司还是个人, 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代理逻辑的

扩张适用有关。 为了控制交易风险, 法律、 章程或者公司决议会对公司担保能力作出一定限

制。 实践中, 因此类行为往往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 又出现了 “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 的

情况, 形成了凡 “公司未经决议担保” 等同于 “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 的现象。 此时, 与代

理相关的 “越权” 的说法混杂在其中, 加剧了公司越权担保行为的复杂性。 在此种思维模式

的影响下, 不少观点以代理理论解释法人的行为能力问题, 认为 “ 在法人成员有权自由选择

目的事业的背景下, 法律仍需禁止目的外行为, 用意当在防止代理人擅权损害法人成员利益。
这意味着, 目的事业所限制的, 其实是代理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 因此, 所谓法人目的外

行为, 其实表现为代理人的越权行为, 效力比照代理规则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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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机关担当人之意

思表示, 是否能归为法人或归由法人承受其法效, 在教义学操作上, 仅需判断或认定机关担当

人是否享有相应的代理 / 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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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象的公司须以代理人实现意思表示的法律机制, 几

乎决定了任何公司外部行为与 “代理” 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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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2018) 最高法民再 36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赵旭东主编: 《 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 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 , 法律出版社 2025 年版, 第 20 页。
参见刘俊海: 《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 合理容错、 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 《 交大法

学》 2023 年第 3 期, 第 106 页以下。
前引 〔 1〕 , 朱庆育书, 第 472 页。
张双根: 《 法人对外为法律行为之机制论纲———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 , 《 法学家》 2025 年第 2 期, 第 86 页。



　 　 最后, 扩张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 将债权人纳入被代理人范围, 是与代理理论相关的一种

变体。 随着现代社会对专业化分工的需求, 一个具有相似特征的法律领域正在形成。 代理、 咨

询、 资金管理、 法律服务、 医疗服务都包含了财产或权力委托的要素,
 

〔31〕
 

这些法律解决的都

是如何忠于他人事务的问题。 基于此, 扩张后的信义义务理论认为, 董事的被代理人会随着公

司财务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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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逻辑在 “ 公司法解释二” 第 18 条和第 23 条中有所体现:
在公司清算阶段, 债权人替代股东成为董事的被代理人, 应当受到信义义务的保护。 在王某杰

等与鄂某轩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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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这样认为: “ 一般意义上, 公司债权人仅

能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公司董事实际上具有控制债权人风险的权利, 同时对债权人

所受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此时该董事应当作为独立的责任主体对公司外部债权人承担责

任。” 此种信义义务的扩张是将代理和侵权两个法律关系组合在一起, 并增加了公司作为中间

人的传导链条。
　 　 虽然代理的逻辑能够将组织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联系起来, 但其制度供给并不充分, 不仅

无法单独解决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归属问题, 反倒可能对组织秩序带来冲击。 其一, 适用代理

的前提条件是 “行为的可代理性” , 这一要求将侵权行为、 事实行为、 专属于特定身份的行为

等不得代理的行为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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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代理的适用范围。 其二, “ 代理权外观” 和 “ 本人与

因” 的构成要件加剧了代理规则适用的困难。 实际上, 运用债务加入、 债务保证、 合同转让

的方式只需证明存在有关合意, 更容易使组织内的个人与第三人发生法律联系而承担个人责

任。 相反, 若适用代理规则, 除意思表示之外, 还需要对所涉事项上是否存在个人代理权作进

一步的判断。 其三, 在代理规则中, 除代理事项违法外, 代理人对外承担责任的唯一情形就是

无权代理, 且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这仅仅是一种

信赖利益的赔偿, 可能无法涵盖第三人的全部损失。 以南京某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郁某、 姜

某树等合资、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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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首先运用了合同联立制度对公司的代

表问题进行判断, 但在解决外部责任问题时又用到了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承担连带责任的

规定。 可见, 代理的逻辑有时不得不借助侵权的构成要件以解决组织中个人的外部责任问题,
从而出现了侵权和代理规则 “混搭” 的现象, 使法律事实的判断和规则的适用变得相对复杂。
　 　 与侵权的逻辑一样, 将行为法上的代理规则改造后纳入组织法的框架会带来新的问题。 例

如, 在代理逻辑的影响下,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20 条、 第 21 条规定, 法律上对法人

代表 (理) 人的限制为公众所知晓, 公司章程对法人代表 ( 理) 人的限制则相反, 故无法使

相对人产生审查公司章程的法定义务。 恰在此处, 行为法鼓励交易有效的目标与组织法保护公

司的目标发生了冲突。 若采纳此种 “ 内部关系不可识别” 的观点, 创设组织秩序的公司章程

便只能产生内部自治的效力。 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公司将很难对交易风险进行控

制, 那些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就难以被归属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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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否定了公司自我设定组织秩序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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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onathan
 

C. Lips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Directors’
 

Duties
 

to
 

Creditors,
 

12
 

Stan. J. L. Bus. &
 

Fin. 229 - 245
 

( 2007) .
参见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 2021) 京 0116 民初 759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杨代雄: 《 法律行为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499 页。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8) 苏 06 民终 337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昆明某公司与黄某某、 杨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5) 云 01 民终 1640 号民

事判决书。



值。 再如, 若采纳间接代理的思路理解股权代持, 介入权的存在将赋予隐名投资人不确定的组

织法权利, 使其可以随时声明代理关系以介入已经发生的组织或交易关系, 这不利于组织的稳

定运行。 可见, 作为一种扩张私法自治的工具, 代理逻辑对真实意思的关注使其容易破坏既定

的组织秩序, 并忽视公司章程等确立的自治秩序的法律意义。
　 　 在行为法模式下追究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 不仅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而且可能消弭组

织法的特性, 导致组织法逐渐向行为法靠拢, 甚至在具体规则适用上追求 “ 绝对一致” 的现

象, 这使得公司法的独立规则设计失去制度价值, 模糊了公司法与合同法、 财产法、 代理法或

侵权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界限。 因此, 必须从更深层的逻辑探讨这些归责方法与组织法的关

联性。

三、 个人责任归属的组织法逻辑展开

　 　 公司法首先是组织法, 是确认公司法律地位以及规定公司产生、 消灭、 组织机构、 业务范

围、 章程、 权利和能力、 财产结构等的法律。 因此, 公司法上的个人责任归属应当从组织法的

逻辑中寻找答案。
　 　 (一) 组织理论中的个人责任模式

　 　 关于公司的组织理论大致经历了从纯粹的私人 ( private / aggregate) 契约到人造拟制 ( arti-
ficial / fiction) 的产物再到真实 ( natural / real) 实体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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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过程中, 几乎每一种

组织理论都对应着所处时代的人们对组织以及组织中个人责任模式的不同认识。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 商业合作以合伙契约的方式进行, 董事更像是股东的受托人,
因此, 英国和美国的公司董事常常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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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在公司拟制理

论的影响下, 公司被认为是国家特许状的产物, 故股东、 董事等内部主体常常需要为超越公司

目的的行为或公司自身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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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真实实体理论的出现, 这种现象才得到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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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人,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一切活动, 公司内部主体也终

于摆脱了频繁承担个人责任的境况。 可见, 人们对于组织人格的假设影响了组织内个人责任的

范围。
　 　 与组织人格假设影响个人责任一样, 不同的组织理论也假设了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组织间

的不同组织秩序, 形成了不同的个人责任配置模式。 例如, 公司契约理论认为, 公司只是一组

私人构建的合同关系, 所有的公司行为都是参与者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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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当追究个人责任。
公司政治理论将等级、 命令和指挥视为成员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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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逻辑下, 事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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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不重要, 授权或命令的发出者才需承担最终的个人责任。 公司系统理论则认为, 公司的行

为由其环境、 内部结构、 建立的反馈循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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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 让公司整体而非个人承担责任

反而更有利于公司结构的优化。 可见, 在明确组织人格影响个人责任的前提下, 组织秩序进一

步从内部明确不同组织身份、 职权范围对个人责任的影响, 是对组织人格归责逻辑的补充和

完善。
　 　 组织理论深刻影响了个人责任的配置方式, 只是受到债权人保护政策的影响, 此种联系被

人为切割了。 公司法从信托法、 合伙法、 合同法等行为法中独立出来, 既是组织人格、 组织秩

序逐渐形成的历史, 更是公司开始独立承担责任的历史。 无论是法人拟制说、 法人实在说还是

真实实体理论, 它们都至少达成了最低层面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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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 公司在民事活动中拥有独立人

格, 能够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 只有发生法人人格否认的例外情形时, 才会出现个人

责任。 除了限定个人责任发生的情形外, 现代组织理论还将个人责任的主体严格限定为作为社

团成员的 “股东” , 几乎不涉及董事和高级职员等其他内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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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组织法上的个人

责任只是现代组织理论的例外。
　 　 (二) 基于组织人格的归责逻辑

　 　 1. 组织人格的判断标准

　 　 在组织法的逻辑中, 公司的法人人格是其能够脱离于成员而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 一般来

说, 独立意志是人格独立的标志。 但由于公司意志的抽象性, 理论上通常以公司是否拥有独立

的组织财产、 设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独立承担责任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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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独立

承担责任只是公司人格独立的结果, 不能作为判断公司人格的要素。 组织财产和组织机构对维

护公司独立人格均有重要意义。 其中, 独立且充实的组织财产是现代公司法塑造公司人格的起

点, 其为公司的独立行为提供物质基础。 独立的组织机构的意义是在公司内部确立一种稳定的

组织秩序, 将组织中的个人与组织独立人格的维护联系起来, 为具有不同组织身份的个人提供

行动参考。
　 　 在以上两种标准中, 组织财产独立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 即使法律上设置了一套标准化的

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 投资者仍可进行自由选择, 但一个独立的公司不可能不拥有自己的

财产 (包括负债) 。 只有物质或经济独立, 公司才能真正独立。 无论是 “无财产即无人格” 的

表述,
 

〔47〕
 

或者 “组织法就是财产法” 的资产分割理论,
 

〔48〕
 

都说明财产独立是公司人格的核

心要素。 这便是为什么公司设立起点主要解决的是发起人的出资问题, 而在公司存续运营过程

中, 公司法设置了众多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制度来维护公司的人格独立性, 并以 “ 财产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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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See
 

Edward
 

L. Rubin,
 

Images
 

of
 

Organiz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Regulation,
 

6
 

Theoretical
 

Inq. L. 351 - 353,
 

359
 

( 2005) .
参见 [ 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 当代罗马法体系》 第 2 卷, 朱虎、 张梓萱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3 年版, 第 217 页以下; [ 德] 奥托·基尔克: 《 人类社团的本质》 , 杨若濛译, 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 第

10 页。
域外判例和学说认为, 扩大个人责任的意义是有限的, 理由包括: 其他主体不能像股东那样可以在其投资组合范

围内分散风险, 遵循组织法的责任集中原则能确保所有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平等受益, 个人财产过少将难以起到制

裁的效果等。 参见 [ 法] 伊夫·居荣: 《 法国商法》 第 1 卷, 罗结珍、 赵海峰译,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506
页; Holger

 

Fleischer,
 

in:
 

Spindler / Stilz,
 

Kommentar
 

zum
 

Aktiengesetz,
 

Band
 

1,
 

4. Aufl. 2019, § 93
 

Rn. 307,
 

316。
参见赵旭东主编: 《 新公司法讲义》 , 法律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3 页。
参见尹田: 《无财产即无人格———法国民法上广义财产理论的现代启示》 , 《 法学家》 2004 年第 2 期, 第 49 页以下。
See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
 

110
 

Yale
 

L. J. 440
 

( 2000) .



同” “财产过度控制” “资本显著不足” 这些财产上的表现形式, 作为确定公司丧失独立性以

及股东承担个人责任的核心标准。
 

〔49〕
 

此外, 代表公司治理机制好坏的内控体系评价标准亦主

要表现为财务管理指标。
 

〔50〕
 

这些都是公司人格在财产充实性、 独立性方面的体现。
　 　 公司财产受到优先满足债权人的目的约束, 决定着公司的清偿能力和信用基础,

 

〔51〕
 

是包

括股东、 董事等主体在内的个人责任规则设计的出发点, 这进一步凸显了财产要素在个人责任

承担中的意义。
 

〔52〕
 

除了上文提到的因公司财产引发的股东外部责任外, 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

任的场景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 虽然日本公司法第 429 条第 1 款没有规定债权人只有在公司

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向董事主张责任, 但从 “ 实证效果看, 该条款项下的大多数诉讼

是第三人在公司丧失偿债能力之后提起的” 。
 

〔53〕
 

意大利民法典第 2394 条将董事对公司债权人

的责任限定在 “公司资产不能足额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 法国商法典第 L651 - 2 条、 第 L223 -
22 条与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95 条 ( 5) 同样规定, 第三人只有在债权无法从公司获得满足时才

能向董事主张间接损失赔偿的权利。
 

〔54〕
 

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74 条 ( a) 也将董事的

个人责任限定于 “公司解散或陷于给付不能时” 。
 

〔55〕
 

这些立法之所以将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

直接责任限定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形, 是与债权清偿顺序和抑制过度冒险行为的考虑相关

联的。
 

〔56〕
 

此时, 股东已无财产分配之可能, 一旦公司经营失败而破产, 董事也将失去在公司

中的职位或利益, 故而需要设置个人责任以限制他们过度冒险的行为。
 

〔57〕
 

然而, 在公司正常

运营阶段, 董事的个人责任并不影响债权人权益的实现, 却会使他们变得过于谨慎, 不利于商

业冒险活动的开展。
 

〔58〕
 

因此, 只有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 债权人才能够越过公司人格与董

事个人发生直接的联系, 进而向董事直接主张权利。 在此意义上,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解决的仍

然是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的问题, 是一种从财产角度出发对公司人格强弱进行判断的

尝试。
　 　 2. 组织人格强弱对个人责任的影响

　 　 组织人格独立则组织责任独立, 组织人格越强则越不应当存在个人责任的空间。 从组织人

格的角度出发, 便可理顺公司法上个人责任规范设置的逻辑。 那些无力清偿债务的公司其实已

经达到了法律上的 “死亡标准” , 此时, 是继续适用复杂的个人责任请求权条款而 “ 容忍” 此

类公司存在, 还是将其 “终结” 转而直接适用破产法的规则, 就存在政策选择的可能。 事实

上, 即便公司法没有设置董事对第三人承担个人责任等条款, 基于共同侵权、 债务保证等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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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 法 〔 2019〕 254 号, 下称 “ 九民纪要” ) 第 10 条至

第 12 条。
参见财政部等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财会 〔 2008〕 7 号) 第 3 条、 第 10 条。
参见赵旭东: 《 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 , 《 法学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第 109 页。
参见许德风: 《 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撤销权、 代位权及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共同基础》 , 《 清华法学》
2024 年第 1 期, 第 42 页。
前引 〔 28〕 , 刘俊海文, 第 110 页。
参见王翔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539 页。
Se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 174
 

( a) .
参见郭大维: 《 股东 vs. 债权人: 公司财务困难下董事之义务与责任》 , 《 台湾法律人》 2023 年第 27 期, 第 32 页

以下。
与之相关的理论包括早期的信托基金理论、 荷兰里昂信贷银行诉百代通讯公司案 ( Credit

 

Lyonnais
 

Bank
 

Neder-
land,

 

N. V. v. Pathe
 

Communications
 

Corp.,
 

No. CIV. A. 12150,
 

1991
 

WL
 

277613
 

( Del. Ch. Dec. 30,
 

1991) ) 中的信

义义务理论和深化破产理论。 参见前引 〔 32〕 , Lipson 文, 第 230 页以下。
See

 

Barry
 

E. Adler
 

&
 

Marcel
 

Kahan,
 

The
 

Technology
 

of
 

Creditor
 

Protection,
 

161
 

U. Pa. L. Rev. 1782
 

( 2013) .



法律关系的法理, 也不妨碍实践中第三人针对董事提起诉讼。
 

〔59〕
 

但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由

于此种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更加复杂、 严格, 如较难确定组织法上义务的范围,
且责任范围更加模糊, 如难以证明间接损失, 故更容易出现因与行为法上责任规范的竞争而被

“逆向淘汰” 的可能。
 

〔60〕
 

概言之, 如果必须选择在公司法上设置内部主体的外部责任, 那么,
此种责任只有在公司组织秩序被破坏或者公司人格尚未成形、 即将消亡等组织人格较弱的特殊

情形下才具有制度价值。
　 　 ( 1) 不同类型组织的人格与个人责任的关系。 在传统上, 立法者已经对共有、 合伙、 信

托和公司等不同组织进行了人格强弱的区分和排序。 其中, 简单的权利共有是最脆弱的组织联

结, 仅产生债法上的约束, 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人格。 合伙企业和信托虽然具备了以自己名义参

加诉讼、 签订合同等部分人格特征, 但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和信托的受托人依然需要以其固有财

产承担个人责任, 这表明此类组织人格的不完整性。 至于个体工商户、 个人合伙和个人独资企

业, 其往往被认为是商自然人, 并不具备完整的组织形态, 故其归责方法与自然人更为相近。
　 　 此种组织人格强弱的区分在公司之间同样存在, 并已经体现在部分实体规则的设计和诉讼

证据的采信上。 例如, 公司法第 23 条第 3 款对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正是出于对一人公司人格完整性的怀疑。 第 23 条第 2 款新增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正是因

为公司集团中各公司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人格界限也更加模糊。 再如, 根据 “ 民法典担保

制度解释” 第 9 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只要公开披露了担保信息, 个人就无须为公司的担保行

为承担责任。 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的治理相对非上市公司更加规范、 资金实力更加雄厚、 涉及更

多的公众利益, 故推定上市公司拥有更加健全独立的法人人格,
 

〔61〕
 

对应更加严格的由公司承

受法律后果的归责标准。 可见, 虽然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组织, 但在不同性质、 规模的公司

中, 依然存在承担个人责任的可能性。
　 　 ( 2) 不同阶段组织的人格对个人责任的影响。 对于同一公司而言, 不同的组织阶段意味

着不同的公司人格强度, 并对应了不同程度的个人责任。 在公司设立、 运营和清算阶段, 虽然

发起人、 董事和清算组成员的称谓并不相同, 但他们都是某一阶段的公司机关成员, 是执行公

司事务的人员, 在事实上均履行了董事职责。 然而, 在公司法上, 这三个阶段的个人责任并不

完全一致。 在设立阶段, 公司法第 44 条第 3 款中 “设立时的股东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

人损害的, 公司或者无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有过错的股东追偿” 的规定意味

着, 发起人需要共同对设立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清算阶段, 公司法第 238 条第 2 款

中 “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清算职责,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的规定意味着, 清算组成员需要单独承担

直接的个人责任。 以上两个阶段的个人责任, 不仅相互之间没有保持一致, 而且与公司法第

191 条规定的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的表述, 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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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鹿某杰等清算责任纠纷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9) 鲁民终 2484 号民

事判决书; 中山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与股东宁某英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 2016) 粤 0606 民初 41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 21〕 , 温德比西勒书, 第 341 页。
参见施天涛: 《 公司法论》 ,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2 页, 第 47 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 最高

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48 页。



　 　 从行为法的角度观察, 这些属于造成同类损害后果的同类职务执行行为, 似乎不应该存在

个人责任的差异。 但从公司人格的强弱出发, 就能够解释此三处规范的设置逻辑。 相较于运营

阶段的公司人格完整性, 其他两个阶段的公司人格更弱, 个人因此更容易对外直接承担个人责

任。 对于设立阶段的公司而言, 其组织机构尚未定型、 组织财产尚未独立聚集, 故其组织人格

尚未形成。 此时, 发起人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 应当共同对外承担个人责任。 对于清算阶段

的公司而言, 其以清理和分配财产为目标, 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新的营业活动, 产生了类似

“财产冻结” 的效果。 因此, 清算阶段公司的行为能力及其组织机构的经营活动均受到法定的

限制, 其人格是较弱的, 不能因为清算组的行为对外承担额外的负债, 而应当由清算组成员直

接承担个人责任。 这表明, 组织人格存在强弱之分, 而且组织人格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责任的范

围。 人格越是完备的组织, 越应当存在更小的个人责任空间。
　 　 3. 发挥法人人格否认的功能

　 　 在传统的公司理论中, 股东通过设立公司获得有限责任的庇护, 公司以其独立的名义对外

行为, 同时免受股东个人债权人的追索。
 

〔62〕
 

因此, 在 “出资人—组织” 的模型关系中, 个人

责任和组织责任是相对于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在这对关系中, 股东以设定财产归属

和放弃部分个人自由的方式创设了组织的人格,
 

〔63〕
 

是与公司联系最密切的主体。 有学者形象

地将这种关系比作 “亲子关系” , 认为股东就像是公司的父母一样, 需要对其生养的孩子进行

管教和照顾, 实现 “有所生亦有所养” 的目标,
 

〔64〕
 

故应当肩负起维护公司人格的任务。 作为

公司财产的提供者和公司意思机关的成员, 当股东未能维护公司独立人格而损害他人利益时,
需要对外承担个人责任。 因此, 传统公司法上的个人外部责任 “ 有且仅有” 法人人格否认

责任。
　 　 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 以股东为代表的财产资源的力量受到削弱, 以董事和经理为代表的

管理阶层开始分享公司权力, 也因此承担起维护公司人格的义务。
 

〔65〕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

些立法中的董事个人责任与公司人格存在某种联系。 例如, 英美法上一直存在 “ 欺诈和不正

当交易” 的规则, 其针对的往往是公司濒临破产情况下董事从事的过度冒险或欺诈债权人的

行为。
 

〔66〕
 

其规制思路与突破股东有限责任的做法类似, 实质就是要求董事与股东一样对债权

人承担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
 

〔67〕
 

日本、 韩国的学者更是承认,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特定情况

下能够起到补充乃至替代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功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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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48〕 , Hansmann 等文, 第 390 页。
参见冯珏: 《 法人概念论》 ,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05 页, 第 173 页; 李锡鹤: 《 民法哲学论稿》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5 页以下。
参见蒋大兴: 《 公司清算义务人规范之适用与再造——— “ 谁经营谁清算” vs. “ 谁投资谁清算” 》 , 《 学术论坛》
2021 年第 4 期, 第 6 页。
参见邓峰: 《 代议制的公司: 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86 页以下; [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 关信平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80 页。
参见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 174 条 ( a) 和英国 1986 年破产法第 213 条、 第 214 条; [英] 保罗·戴维斯、 莎拉·沃

辛顿: 《 现代公司法原理》 上册, 罗培新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226 页。
英美法中还包括适用侵权或代理逻辑而产生的董事个人责任, 代表性的有 “ 参与理论” 和 “ 识别理论” 。 例如,
当公司高级职员实施侵权行为或有某种参与侵权行为的意愿时, 即产生个人责任。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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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16〕 , 前田庸书, 第 346 页; [ 韩] 李哲松: 《 韩国公司法》 , 吴日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97 页。



　 　 保障公司人格独立并非股东的特别义务, 公司内部主体均负有在其职权范围内维护公司人

格的义务。 从组织人格维护的角度出发,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问题就转化为以下命题: 谁负有

维护公司人格的义务, 谁就可能对外承担个人责任。 此种义务拓宽了传统的法人人格否认理论

的价值。 这意味着,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在实质上起到了与法人人格否认相同的功能。 因此,
从公司人格维护的角度思考个人责任的做法, 应当被贯彻到每一个公司内部主体追责的过

程中。
　 　 (三) 基于组织秩序的归责逻辑

　 　 公司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也是一种人为创造的 “ 部分法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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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 “ 部分法秩

序” 不仅塑造了组织人格要素中的机构独立, 还描述了一种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结关系, 将

组织内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的独立人格联系起来。 当出现因组织人格不完备而追究个人责任的情

形时, 可以借助此种组织秩序上的联系寻找承担责任的主体。 因此, 观察公司法上的个人责

任, 不仅需要从公司人格强弱的角度出发, 也需要评价个体在塑造公司人格的组织秩序中发挥

的作用, 这便是基于组织秩序的归责逻辑。
　 　 1. 组织秩序的判断标准

　 　 法律秩序既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实现, 也可以通过订立合同实现, 还可以通过设立组织创

建。 从完全自由的个人到相对灵活的合同再到复杂稳定的组织, 其实就是秩序不断强化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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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秩序的约束下, 组织中的个人不能凭借其个人意思任意控制组织的行为, 而需

受到组织目的、 合作对象、 各类程序和规章、 命令的约束。 此时, 组织的独立性将得到充分的

体现。 秩序越是稳定的组织, 其组织机构运行的独立性就越能凸显, 个人责任的空间也就越

小。 因此, 稳定的组织秩序是对组织人格归责逻辑的补充和完善。
　 　 组织秩序应界定为为实现团体协作之共同目的而构建的秩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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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秩序稳定的要

素有二: 其一, 相关个体遵守共同的组织目的, 这决定了组织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组织法通常

处理的是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 此种合作关系要求个体在共同的组织目的范围内约束自我, 保

持个人行为与组织目的的一致。 其二, 具有不同组织身份的个体各司其职, 这在法律形式上维

系了组织秩序的运行。 只有确定的组织身份才能塑造稳定的组织结构, 赋予每个主体稳定的预

期, 以此维系组织秩序的稳定。
　 　 2. 组织秩序对归责原则的改变

　 　 为了确保组织秩序的稳定, 以此充分彰显组织的独立性, 组织内部的主体之间需要团结协

作、 相互迁就甚至相互担责。 因此, 组织法的归责逻辑突破了传统归责原则中基于过错和行为

的 “自己责任” 原则, 形成了一种非基于过错而基于身份的 “非自己责任” 原则。
　 　 ( 1) 非基于过错的归责。 “ 非自己责任” 原则意味着不再关注行为人自身的 “ 主观过

错” , 而更加关注行为对组织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 组织中的个人并非陌生人, 评价其行为时

需要考虑对组织和他人的影响。 此种来自 “ 组织的约束” 导致用以评价个人行为的 “ 主观过

错” 的地位下降。 另一方面, 组织中的个人从事的是冒险的商业活动, 此种对风险的主动追

求改变了行为法中 “ 谁制造危险、 谁承担责任” 的归责逻辑。 事实上, 有限责任本身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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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奥] 汉斯·凯尔森: 《 纯粹法学说》 , 雷磊译,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321 页。
参见蒋大兴: 《 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 , 《 法学》 2017 年第 4 期, 第 145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21〕 , 温德比西勒书, 第 3 页。



种 “非基于过错” 和 “为他人行为负责” 的语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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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 更多地是

保障组织秩序稳定的法律安排的结果。 凡此种种, 都弱化了 “过错” 在组织法归责中的价值。
　 　 在组织法上, 无论是否存在过错, 只要破坏了组织秩序的稳定, 个人就应当承担外部责

任。 因此, 公司法上广泛存在着一种 “ 非过错归责” 现象, 这在股东个人责任方面的体现最

明显。 股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司资本充实, 故一旦公司出现了资本不充实的情况, 股东

就可能需要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例如, 未届期转让股权的股东、 对减资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以及催缴失权情形中其他已出资股东, 他们有的已经完

成了其认缴范围内的出资义务, 有的甚至已经退出了公司, 其行为本身常常难谓存在过错, 但

依然可能无法免除在公司资本未充实范围内对债权人的直接责任。 原因在于, 出资确定了股东

权利的分配, 保障了公司营业活动的正常开展, 这些都是构建组织秩序的基础。 在法人人格否

认的情形, 法院通常并不关心具体侵害行为与被侵害债权之间在时间、 金额、 性质上的对应关

系, 决定股东责任的依据并不是股东某一次的财产混同行为, 也不是股东是否具有侵害某个具

体债权的故意, 而是公司组织秩序存在一种长期的、 混乱的和综合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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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出于

维护组织秩序的考虑, 在董事人数不满足法定人数情况下提出辞职的董事、 在离职半年内仍

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 负债或导致公司经营失败的董事以及已经离开公司但知晓公司信息的

董事, 他们虽然不存在过错, 却依然需要承担继续履行董事职责、 不得卖出股票、 不得担任其

他公司董事、 不得利用公司机会或从事同业竞争等不同程度的义务, 并可能因此对外承担个人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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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基于职权分工的监督者责任。 “ 非自己责任” 原则意味着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的部

分分离, 部分非实行行为者将被纳入责任主体的范围。 这产生了组织内部主体之间相互的监督

义务, 以确保组织目的的实现。 因此,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更多地是一种基于职权的监督责

任, 而非行为法框架下的自己责任或替代责任。 事实上, 在公司内部的职权配置中, 监督权是

相当重要的机关法定职权和成员固有权利。 例如, 股东为公司整体利益而行使知情权, 发起人

为其他发起人的行为而负有资本充实义务, 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为其他业务执行机

关的行为承担监督职责, 董事为其他未完成出资义务的股东而负有催缴义务和清算义务, 以及

董事为公司利益主动召集股东会, 这些被现行法确认的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形都是组织中 “ 监

督责任” 的体现。 这些监督者并非违法行为的直接实行者或代理人, 但出于实现组织共同目

的的考量, 可能需要为他人的实行行为承担外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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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由于监督者的行为对组织秩

序的影响较小, 故其责任必须轻于实行者。 遵循相同的逻辑, 在解释公司法中的个人责任条款

时, 应当慎用源于共同侵权的 “ 部分实行, 全部负责” 的连带责任配置路径, 以尽可能分化

行为法上的所谓 “共同侵权”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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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自己责任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 用 “ 有限责任” 描述投资人对公司行为产生的

债务 “ 负责” 的情形, 实际上是在为别人的行为 “ 负责” 。 参见赵廉慧: 《 有限责任的性质与功能》 , 《 广东社会

科学》 2021 年第 6 期, 第 220 页。
参见黄辉: 《 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 , 《 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第 10 页以下。
参见公司法第 70 条第 2 款、 第 160 条第 2 款、 第 178 条以及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证监会公告 〔 2025〕 6 号)
第 105 条。
参见公司法第 50 条、 第 51 条、 第 67 条、 第 88 条、 第 125 条、 第 232 条和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 ( 法释 〔 2020〕 18 号) 第 9 条。 根据这些规定, 未能监督他人出资的

股东以及未能监督股东出资、 其他董事的会议表决和公司清算的董事都需要承担外部责任。



　 　 3. 以组织身份简化权利义务关系

　 　 组织法上归责原则的改变启示我们, 无论是确定组织内部的责任, 还是因组织秩序被破坏

引发的外部责任, 组织法的价值都在于简化权利义务关系, 通过事先赋予每个主体以 “ 组织

身份” , 把特定行为的责任模式 “固定” 下来, 无需再针对每一次具体行为另作单独判断。
　 　 首先, 与关注行为改变主体间关系的行为法不同, 组织法上的身份秩序决定了个人与组织

权力中心的远近关系, 也决定了个人责任范围的大小。 在组织中, 不同身份的个体投入不同的

生产要素, 并以此形成组织秩序。 一般而言, 公司是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组织, 资本依然是最重

要的资源, 股东位于公司的中心, 与公司的联系最紧密, 因而在理论上可能对外承担最大范围

的责任 (无限责任) 。 相反, 劳动力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资源, 职工位于公司的边缘, 几

乎不用对外承担责任。 总之, 个人的组织身份越接近公司的中心, 将面临更大的外部责任风

险。 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 普通股东的责任重于类别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重于董事、 内

部董事的责任重于独立董事, 这是组织秩序框架下自然得出的结论。
　 　 其次, 组织内部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一种 “ 持续的状态” , 以组织身份为责任识别

的起点使得法律无需对每个行为逐一作出评价, 从而更好地维护组织秩序的稳定。 事实上, 能

够产生个人责任的行为, 如股东滥用法人人格、 董事违反监督义务、 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等,
都不是基于某次特定的行为, 而是一种持续的 “行为组合” 。 因此, 与区分主体间法律关系的

行为法不同, 组织法的视角应当是首先确定某一主体的组织身份, 然后评价该组织身份可能承

担的外部责任。 以追究实际控制人责任为例, 首先依据指示行为分别赋予其股东或董事的身

份, 进而依据股东权利滥用或董事的信义义务追究其责任。 可见, 划定组织内部主体的身份及

其职权其实是一种 “贴标签” 的做法, 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行为成本, 还可以增强组织内外

部主体的预期, 为接下来的合作和互动奠定基础。
　 　 (四) 组织法归责逻辑下的救济模式与责任形式

　 　 基于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的归责逻辑不仅改变了行为法上权利义务的基本样态, 也塑造了

组织法上独有的救济模式和责任形式。
　 　 1. 组织法救济模式的兜底性

　 　 行为法上的法律关系多数发生在组织与其外部主体之间, 更容易被清晰识别和公平对待,
其对应的责任也应当被优先处理。 相反, 组织内部的事情对外并不那么清晰, 外部的识别也并

非易事。 因此, 在确定救济模式时, 应当遵循先行为法后组织法的思路。 行为法的优先性体现

在两个层面: 其一, 原则上, 公司先依据行为法对外承担责任, 再依据组织法追究内部主体的

责任。 其二, 只有当行为法无法解决外部债权人救济问题时, 才需依据组织法, 穿越公司人格

而要求内部主体对外直接承担责任。 例如, 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中, 往往会同时出现股东以各

种方式低价或无偿转移公司资产的情况, 这与行为法上债权人通过撤销权或代位权 “ 维护债

务人责任财产” 的救济是重合的。 当单个违法行为可以被清楚识别时, 出于对公司人格之尊

重, 应当优先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等诉讼成本更小、 证明责任更轻的救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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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当债

权人的债权之上已经设定了保证、 抵押等债的担保, 且能够通过债的担保实现债权时, 就没有

必要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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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海某集团有限公司诉张某弟等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 2015 ) 民一终字第 19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裴莹硕、 李晓云: 《 关联企业人格混同的法人人格否认》 , 《 人民司法·案例》 2009 年第 2 期, 第 12 页。



　 　 组织法上的救济手段多用于综合性解决公司治理的 “ 混沌状态” , 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当

组织法和行为法指向同一个外部请求权时, 即本文讨论的个人外部责任情形, 组织法上的个人

责任应当具有兜底性质, 劣后于行为法规则的适用。 只有当二者指向不同的外部请求权时, 才

需要优先考虑组织法的影响, 再使用行为法平衡权利义务。 例如, 在公司对外担保、 借款、 投

资、 履行对赌协议时, 如果仅从行为法的角度, 公司在履行外部债务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补

偿或利益, 如对相关主体的追偿权、 基于合同的债权等, 公司利益似乎并没有受到损害, 但从

组织法的角度, 就需要考虑该履行行为对公司组织的影响, 进而采取组织程序或效力的限制。
以上组织法和行为法规则的适用关系再次表明, 通过组织法追究个人责任只能是一种例外

情况。
　 　 2. 组织法上个人责任形式的身份性

　 　 从责任形式的角度, 组织法上的非金钱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是与组织身份相关的内部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权利、 资格丧失、 降低等级、 身份转换、 罢免职务、 名誉制裁等。 此种责任

不应由外部债权人主张, 而应交由组织内部自治。 就金钱损害赔偿责任而言, 依据个人与组织

中心的远近关系, 其呈现出从连带责任向按份责任 “阶梯式” 递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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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是创设公司人格的主体, 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情况决定着公司债务能否获得清偿。 结

合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安排, 可以将股东、 董事、 经理和普通雇员按照组织身份高

低进行排序, 其中只有股东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 具有其他组织身份的个体的责任形式只

能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按份责任或补充责任。 这一点已经被公司法和司法实践确认。 例如, 根

据公司法第 23 条和 “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 第 14 条的规定, 以相关行为对组织人格或组

织秩序的影响程度为标准, 股东的法人人格否认责任为连带责任, 股东的出资瑕疵责任为补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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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监督出资责任类似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赔偿责任, 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责任

程度的递减关系。 再从历史解释看, “公司法草案” 第 191 条曾经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明确规

定为连带责任, 但 2023 年公司法第 191 条删去连带责任的规定, 结合民法典第 178 条第 3 款

连带责任 “应当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的表述, 可以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不属于连

带责任。
　 　 结合 “非自己责任” 的组织法归责原则, 可以将这些责任形式与组织法上的职权分工对

应起来。 其中,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不应以投资者承担的连带责任为主, 尤其对于具有完全人

格的组织而言。 虽然投资者承担了相较于一般民事主体更重的责任, 但该责任已经转化为一种

基于组织身份和职权分工的监督者责任。 类似地, 董事的催缴义务、 清算义务、 识别财务错报

义务等, 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监督者责任。 这种监督者责任应当轻于作为实行者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责任, 故不宜上升到连带责任的程度。
 

〔80〕
 

组织法上的个人责任也不应以不真正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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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我国理论上将多数人之债的责任形式分为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 ( 参见张新宝: 《 我

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 , 《 法学杂志》 2010 年第 6 期, 第 2 页) 。 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比例连带责任, 其

实质是在无法更改法律的情况下对连带责任的一种缓和, 故本文将其纳入按份责任的讨论范围内。 参见冯德淦:
《 比例责任在侵权法上的适用之检讨》 , 《 法律科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157 页。
学界认为, “ 公司法解释三” 关于股东出资瑕疵责任的规定是对早期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在股东出资不足情况下过

度使用无限连带责任的矫正。 参见葛伟军: 《 论最低资本与揭开公司面纱———兼谈对法复 〔 1994 〕 4 号、 法释

〔 2001〕 8 号及法释 〔 2011〕 3 号文件的理解》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3 期, 第 35 页以下。
参见张平华: 《 商事侵权与民事侵权的 “ 形似神异” : 以连带责任为中心》 , 《 法学》 2016 年第 11 期, 第 128 页

以下。



等非终局性的责任为主。 此类责任主体只是基于弱者保护政策而暂时性地承担责任, 其在为他

人承担责任后享有对真正责任主体的追偿权, 故此种非终局性的责任无法实现强化个人履行组

织职责的目标。 因此, 组织法上的金钱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以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的方式构建,
这是组织法上基于身份和职权分工的监督义务决定的。 但是, 补充责任的责任范围并不固定,
补充责任者仅在实行者无法承担责任时承担与实行者完全相同的责任, 而按份责任的责任范围

是固定的, 更有利于匹配组织法上不同程度的职权分工。 因此, 从责任的确定性和范围来看,
按份责任符合组织秩序安排的需求, 应当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在组织法的框架下, 身份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联系的强弱, 也划定了个人责任的范围。 基于

对组织秩序安排的尊重, 组织内的每一个主体都应 “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这正是组织与市场

的不同之处。

四、 个人责任归属的组织法方案

　 　 组织人格存在强弱之分、 组织秩序存在稳定与否的差异, 二者共同影响了组织法上个人责

任的范围。 现代公司法以塑造组织人格独立为核心, 组织内部主体的外部责任只能是组织法上

的有限例外, 仅在组织秩序被破坏、 组织尚未成形或即将消亡的特殊情形下才具有制度价值。
在规则设计上, 应当重点关注相关主体维护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的义务。 据此, 可以对组织内

部不同主体的外部责任归属作如下解释和整理。
　 　 (一) 股东个人责任

　 　 股东对于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维护的重要意义在于资本的充实。 在公司成立后, 股东权利

的行使、 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乃至债权人的权利实现等组织秩序, 都建立在股东认缴出资的基

础上。 根据公司法第 49 条和第 53 条的规定, 股东对公司仅负有出资的义务 (及其衍生的保障

公司财产完整的消极义务) , 一般情况下不负有其他积极协助公司发展的义务。 将股东的个人

责任限缩在因出资引发的责任, 既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也有助于督促公司向两权分离的现代公

司模式转型。 因此, 公司法上股东个人责任的标准应为未保障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充实性。
　 　 首先, 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 组织法并不关心股东个人的某次具体行为、 主观过错, 而

是依据财产混同、 财产控制、 资本不足等组织体的财产缺陷状态直接判定股东对外承担责任。
事实上, 如果能够区分具体的侵害行为, 使用债权保全制度救济债权人更为便利。 此种制度构

造差异表明了组织法和行为法上债权人撤销权、 代位权等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分工, 印证了组织

法简化法律关系的价值。 也即,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身作为一种组织法上的例外救济, 仅在行

为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介入。
　 　 从该角度看, “九民纪要” 第 10 条至第 12 条确立的法人人格否认责任体系遵循了个人责

任归属的组织法逻辑。 其中的 “资本显著不足” “财产混同” “过度控制” 情形, 都与公司财

产的独立性、 充实性有关。 第 10 条认为法人人格混同最主要的表现是 “ 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

财产” 混同, 第 11 条将过度控制描述为 “ 收益归一方, 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 “ 抽走资金”
“利益输送” “财产边界不清” 等财产性利益的转移, 资本显著不足更是直接与出资义务挂钩。
这些都对应了股东对公司所负的核心义务。
　 　 其次, 在股东因未届期或瑕疵股权转让而对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的情形中, 公司法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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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将 “出资是否届期” 以及 “股权受让人是否知情” 等部分行为法上的标准作为个人外部责

任分配的依据, 是对组织法归责逻辑的一种不恰当的缓和。 因为按照组织法的逻辑, 只需关注

公司财产是否独立和充实。 当然, 考虑到缓和股东责任在当前 “ 全面认缴制转轨” 和 “ 维持

社会稳定” 的背景下仍具有积极意义,
 

〔81〕
 

应当将该条的适用严格限定在其列举的 “届期” 和

“知情” 标准上, 排除转让价格、 对象、 场景、 时间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 “ 债权形成时

间” 要素, 虽然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公司法第 23 条第 3 款) 、 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 公

司法第 54 条) 、 瑕疵股权转让 (公司法第 88 条) 等情形中经常被考虑, 但其本质只是行为法

上进行利益平衡的要素, 只能作为股东之间相互追偿时判定主观过错的依据, 不应当属于组织

法归责逻辑的范畴。 过多考虑行为法上的要素, 只会加剧规则的复杂性, 将组织法变成一般的

行为法, 不利于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的维护。
　 　 (二) 董事个人责任

　 　 公司董事具有决策管理、 监督和执行的职权。 在不同的职权下, 董事个人责任的判断会有

差异。
　 　 首先, 就决策管理职权而言,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董事会会议、 表决、 命令

和分配组织任务本就是对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的维护, 原则上不会因此发生个人外部责任。
 

〔82〕
 

因此, 债权人仅仅证明董事违反公司法第 125 条、 第 180 条至第 185 条的规定, 不足以直接导

致董事个人责任。 实践中, 虽然存在董事因为决策和管理事项对外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 如董

事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环境侵权责任和产品质量责任等, 但这是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
与组织法的归责逻辑无关。 因此, 有且仅有董事行使决策管理职权时破坏了组织秩序并使公司

丧失独立人格或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工具, 且陷入不能清偿债务的困境时, 才会出现组织法上

董事的个人责任。
　 　 其次, 就监督职权而言, 基于组织秩序归责的要求, 需要区分经营者和投资者在组织内的

不同身份。 与主动提供资本的股东不同, 董事在出资事项上只是看护者或监督者而非实行者。
即使董事怠于履行职责, 仍只是消极的帮助者而非积极的实行者, 其不可能替代股东完成出

资, 否则就会混淆董事和股东之间的身份差异。 在公司减资、 利润分配和财务资助等其他公司

财产事项中, 董事会既非最终决议主体, 也不是直接取得公司财产的受益主体, 在公司财产不

足时, 只应负有不超过股东的责任, 即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 虽然公司法第 51 条第 2 款 ( 催

缴责任) 、 第 53 条第 2 款 ( 抽逃出资责任) 、 第 163 条第 3 款 ( 财务资助责任) 、 第 211 条

(利润分配责任) 、 第 226 条 (减资责任) 、 第 232 条第 3 款和第 238 条第 2 款 (清算责任) 都

可能涉及 “负有责任的董事” 因公司财产事项而对外部债权人承担个人责任, 但此种责任不

应超过股东的责任范围。 这种责任范围同样适用于独立董事、 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成员等

专门履行监督职责的个体。
 

〔83〕

　 　 关于此种责任范围的限制方法, 理论上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可以采取直

·502·

公司法上个人责任归属的组织法逻辑

〔81〕
〔82〕

〔83〕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 (法释 〔2024〕 15 号) 。
See

 

Smith
 

v. Hawks,
 

182
 

Ga. App. 379,
 

355
 

S. E. 2d
 

669
 

( 1987) ;
 

Cherry
 

v. Ward,
 

204
 

Ga. App. 833,
 

420
 

S. E. 2d
 

763
 

( 1992) .
参见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证监会公告 〔 2025〕 6 号) 第 133 条。



接限制责任范围的方法, 让董事承担比例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
 

〔84〕
 

即比例限制。 此种观点借

鉴了 “数人侵权中原因力部分叠加” 和 “ 非典型混合共同侵权” 的理论。
 

〔85〕
 

另一种观点认

为, 可以对请求权的顺序进行限制, 让董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86〕
 

即次序限制。 此种观点借

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创造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类型。
 

〔87〕
 

结合前文对组织法上责任形式

的阐述, 在公司财产事项上, 董事负有的主要是看护财产的监督义务, 其承担的责任应是确定

的且应轻于股东, 如此才能维系组织秩序的稳定。 因此, 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都对股东个人责

任采取次序限制 (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未出资或抽逃出

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的情况下, 出于尊重股东、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差异, 应

当采取责任程度更轻、 责任范围更确定的 “ 比例限制” 方法, 以限制 “ 作为监督者的董事”
的个人责任范围。
　 　 (三) 代理人个人责任

　 　 公司代理人对于组织人格维护的意义是合理地表示和实施组织意思, 避免出现以个人意思

侵夺组织意思的情形。 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 董事会通常被认为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 其

对内代表公司分配任务, 对外由其成员实施民事活动。
 

〔88〕
 

因此, 董事的执行职权是与代理人

的组织身份联系起来的。 此外, 我国公司法第 10 条和第 11 条特别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制度, 将

其作为具有法定公示意义的公司代理人。
　 　 从这种组织身份差异的角度, 就可以回应公司法第 191 条引发的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个人责

任配置是否均衡的争议。
 

〔89〕
 

具体而言, 公司法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代理人: 一是由组

织法明确赋予代理人身份的法定代表人, 二是经由组织内部授权产生的意定代理人即董事。 他

们的职务行为在法律责任归属上应当有所差异。 董事并非登记公示的法定代理人, 因此, 不同

于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造成的损害归属于公司, 董事的代理行为更容易归属于个人, 即董事更

容易对外承担个人责任。 这也是公司法上一种特殊的身份归责。
　 　 (四) 实际控制人个人责任

　 　 实际控制人对于组织人格和组织秩序维护的意义是避免非法干预组织运行, 防止组织沦为

被控制的客体或工具。 首先, 就组织人格而言, 控制概念的提出就是将公司作为一种客体或工

具来对待, 是对公司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放弃。 因此, 实际控制人对外承担责任其实是对公

司人格的否认。 对此, 可以参照 “九民纪要” 第 11 条股东责任中 “过度控制与支配” 的表现

形式进行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公司法没有明文将实际控制人列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责任

主体, 但司法实践一般都会作扩张解释, 将 “控股股东” 解释为包含 “实际控制人” 。
 

〔90〕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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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司耕旭: 《 新公司法下董事催缴制度的责任实现路径及制度衔接》 , 《 法律适用》 2025 年第 4 期, 第 171 页。
参见缪因知: 《 比例连带责任的叠加责任属性与追偿规则设置》 , 《 政治与法律》 2024 年第 4 期, 第 163 页; 杨

立新: 《 非典型共同侵权行为与混合责任———以 〈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 ( 一) 〉 对 “ 相应的责任” 的解释为中

心》 , 《 财经法学》 2025 年第 1 期, 第 51 页以下。
参见高泓: 《 董事第三人责任的反思与建构——— 〈 公司法〉 第 191 条的解释论》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4
期, 第 223 页。
参见前引 〔 78〕 , 张新宝文, 第 2 页。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15 页。
参见蒋大兴: 《 公司法修订草案中的关键缺失》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5 期, 第 148 页。
参见黄威铭等: 《 过度控制型公司法人格否认实证研究》 , 载蒋大兴主编: 《 法院中的公司法 ( 2) 》 下, 法律出

版社 2024 年版, 第 1401 页。



次, 就组织秩序而言, 实际控制人并非公司法上的正式成员或机关, 域外采用的是直接或间接

赋予其 “董事” “股东” “公司代理人” 等身份的做法。
 

〔91〕
 

我国公司法以同一条文的并列列

举方式, 通过将 “实际控制人” 等同于或者模拟成 “股东” 或 “董事” 的方式追究其责任。
 

〔92〕
 

按照组织秩序的归责逻辑, 无论实际控制人是以 “ 股东” 身份介入公司财产混同, 还是以

“董事” 身份操控公司的决策程序, 抑或以 “公司代理人” 身份不当表示公司意思, 都必须存

在前述三种组织身份对应的行为, 才能以相应的组织身份承担个人责任。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 公司法中的实际控制人责任条款应当存在功能分工。 总则部分的实际

控制人滥用权利责任、 关联交易责任与分则部分的指示责任之间的差异, 其实在于其干预组织

运行的身份差异。 实际控制人行使的控制权可能是股东的权利, 也可能是董事的职权。 在解释

上, 需要将公司法第 21 条第 2 款关于权利滥用的规定视为第 180 条和第 192 条董事责任的上

位条款, 以权利滥用中的合法性、 比例性等方法, 检视实际控制人行使董事职权时的责任。 此

外, 组织秩序的归责逻辑要求, 在解释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的个人责任时, 必须具备一种足以

形成身份底色的惯常性指示或职务行为, 而不能以某次偶然的指示或职务行为为依据。 反之,
实际控制人承担的个人责任只能是根据行为法上 “ 意思联络” 产生的一般侵权责任, 与公司

法第 180 条和第 192 条的规定无关。 概言之, 公司法上的实际控制人责任必须同时满足 “ 个

人与组织的某种身份联系” 和 “惯常性的指示” 两个要件。
　 　 非正式的组织身份对应着不确定的组织法上的责任, 组织法中个人责任归属的难题也提出

了如何回应正式法律结构之外的社会现象的新命题。 2023 年公司法追究 “ 幕后” 实际控制人

责任和 “台前” 董事责任, 代表了对组织身份的不同态度。 对此, 可以从法定代表人制度的

演变中找到答案。 法定代表人也是一种契合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非正式现象。 由于公司法没有

规定法定代表人的具体职权范围, 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其几乎成为公司权力的唯一象征。
直到如今, 人们才意识到, “ 法定代表人仅系公司对外代表人, 而非公司最高决策的 ‘ 一把

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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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策权分别归属于股东会、 董事会和经理层。 真正体现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是

公司决议, 而非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地位演化的过程表明, 解决实际控制人责

任不确定问题首先是赋予其正式的组织身份并明确其职权, 这有助于填补组织权力的真空

地带。

结 语

　 　 公司法是组织法, 调整的是与组织有关的行为, 在组织法层面寻找个人归责标准, 有助于

划定组织法与侵权法、 代理法、 合同法、 财产法等相邻法律部门的边界, 避免造成 “ 抹平”
组织身份、 “瓦解” 组织人格和 “降级” 组织法规范的危险。 组织法构建了一种区别于行为法

的组织秩序, 将行为法中有关实质正义的因素与组织秩序区隔开来。 组织法的价值在于简化权

利义务关系, 把特定行为的责任模式 “ 固定” 下来, 而无需再针对每一次行为作单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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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规制团体活动的一种法律手段, 组织法为不同的组织身份 “ 提供了一种模式, 使他 ( 她)
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中, 得到一种 ‘安全感’ ” 。

 

〔94〕
 

这种基于组织身份安全感的

正当性, 应当高于为救济某个债权人而进行的责任追究。 因此, 组织法上的个人外部责任只能

是一种有限例外, 仅在组织秩序被破坏、 组织尚未成形或者即将消亡的特殊情形下才具有制度

价值。 组织法并不妨碍以行为法规范追究个人责任, 但是, 直接用行为法的框架讨论组织法中

的个人责任归属问题, 则是对组织法的一种误解。
　 　 当然, 无论我们如何揭示组织法的逻辑, 公司组织依然建立在 “ 自愿参加公司” 的行为

之上, 这种主动的行为使得公司有别于血缘组织、 地缘组织等其他 “ 不能自主选择” 的组织

形态。 组织法仍然有赖于行为法的前提, 需要参与主体之间最起码的 “ 默契” 。 组织法的逻辑

不代表组织法一定是合理的, 关于实质正义的价值观依然更多地体现在行为法而非组织法之

中。 因此, 组织法需要行为法对利益失衡情况的矫正, 这恰恰是讨论组织法边界命题的价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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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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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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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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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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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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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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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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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comple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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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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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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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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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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